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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估老龄化?
———老龄化测度体系的逻辑演进与范式转型

王　 颖,段翘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在全球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准确衡量老龄化程度已成为制定养老保

障、医疗卫生、公共财政与劳动力政策的重要前提。 长期以来,以实足年龄为核心的老年

抚养比因计算简便、数据可得性强而被广泛采用,但该指标隐含老年人口在健康状况、劳
动参与能力和经济依赖等方面高度同质的假设,不仅难以反映不同国家与时期老龄化进

程的真实差异,也可能夸大老龄化的真实负担。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健康水平改善及人力

资本结构变化,学界发展出了一系列替代性老龄化测度,从剩余预期寿命、经济依赖、健康

与身体功能、教育与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对老龄化进行了重新界定与测度。 系统梳理人

口老龄化测度体系的理论演进与方法转型,沿着“由单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的发展

路径对基于年龄、经济依赖、健康与身体功能、教育及多维度的测度体系进行分类评述。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多维和动态测度能够更充分地揭示老龄人口在各方面的异质性,有助

于更准确地评估老龄化的真实负担,但现有测度在指标权重设定、跨国可比性和特征交互

关系处理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 基于此,未来研究应结合地区与群体差异,整合多维的

人口特征,构建更具解释力和政策适用性的老龄化测度范式,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开发老

年人力资源并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真实及全面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老龄化;测度;年龄;经济依赖;健康;教育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2025 年,
全世界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8. 57 亿人,占全球

人口的 10%,其中
 

8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 68 亿

人,占比 2%;预计到
 

2050
 

年,
 

65 岁及以上人

口将达
 

16. 02 亿人,80
 

岁及以上人口将增至
 

4. 59 亿人[1] 。 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于老龄化

加速与少子化叠加的阶段,2025 年我国 65 岁

及以上人口为 2. 11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5%,其中 80 岁及以上人口为 0. 37 亿人,占比

3%[1] 。 在劳动年龄人口收缩与高龄人口快速

增长并行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出台了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系统部署,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
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
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随
后,又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及《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等政策文件,将基本养老服

务供给、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相关产业协同纳

入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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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养老保障、医疗照护与公共服务供

给等政策的测算、预警与资源配置[3] ,评估并

预测老龄化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老年抚养比

(old-age
 

dependency
 

ratio,OADR) 虽然已经被

广泛用于评估某一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
仅仅体现了老龄人口的比例和增长人数,忽略

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预期寿命、健康状况与

劳动参与等方面的结构差异,因此可能会夸大

人口老龄化程度[4] ,也可能会高估其对社会经

济、公共财政等问题的影响[5] 。 特定地区的人

口老龄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年龄,还受制于老龄

人口的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劳动参

与率及生产率等因素[6] 。 这些特征是老龄化

所必要的内涵,也是老龄化现象的表现,体现了

老龄化在不同时空的实际进程,为测量老龄化

程度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和更准确的信息。 随

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和体

能、创新力和能动力等各方面都得以改善,为反

映人口在老龄化中的动态发展,积极应对老龄

化,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从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

展,需要不断创新并完善老龄化的测度,以适应

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的衡量标准将表明人口中与负

担相关的个人属性(健康状况、经济依赖等)分

布的变化,因此,不同测度可从多个维度解释老

龄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潜在机会。 从老龄化

测度研究与其指标构建的演进过程来看,老龄

化测度是在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上持续扩展:
一是由单维向多维拓展,即在以年龄阈值为核

心的基础上,逐步纳入预期寿命、健康与功能状

态、教育与人力资本等差异性特征,并进一步尝

试在综合框架下实现信息整合;二是由静态向

动态转变,即从固定年龄界定的老年比例过渡

到以剩余预期寿命等可变阈值刻画老龄化边

界,并将经济依赖关系、劳动参与制度安排等政

策机制因素纳入测度体系。 由此,老龄化测度

的关注点由“人口数量结构” 逐步延伸至对人

口质量及其经济含义的衡量,为比较不同地区、
不同阶段的老龄化压力提供了工具解释力的指

标基础。 现有文献虽分别对各种单一测度路径

进行了讨论[7-9] ,但在同一时间线下系统梳理

和比较分析各类指标的阶段特征、逻辑衔接及

其计算方法的研究相对不足,为此有必要构建

更为清晰的综述框架。 根据老龄化测度的发

展脉络与演变过程,本研究对老龄化测度进

行分类,厘清基于年龄、经济依赖、身体健康

与功能、教育及多维度指标的不同测度路径,
按照研究时间线并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对各

类测度在概念界定、数据使用、解释机制与政

策适用性等方面进行比较与评价,在体现研

究时间轴与主题关联的基础上讨论该领域的

未来研究趋势与方法改进空间,以为后续研究

提供参考(图 1)。

一、基于年龄的老龄化测度

1. 基于实足年龄的老龄化测度

当前,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测度主要是基于实

足年龄,通常是以确切的年龄或相对年龄比例进

行衡量。 老年抚养比是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

定义为 15~64 岁,也有定义为 20~64 岁)与工作

年龄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 这一年龄界限

将人口简单地分为工作者和非工作者,65 岁及

以上的人被认为是需要依靠别的劳动力的人。
为便于比较,将这种抚养比称为传统抚养比。

图 1　 人口老龄化测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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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实足年龄的老龄化测度的优势在于容

易解释且数据相对来说较易获取,方便对所有

国家的老龄化情况进行统一的计算[10] ,因此常

常被作为标准参考指标。 根据《世界人口展望

2024》,2025 年世界老年抚养比为 16%,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26%;2025 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

21%,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52%[1] 。 然而,这种

测度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其一,65 岁这一

年龄界限源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西

方社会福利改革思想[11] ,是当时大多数欧洲国

家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因此,传统老年抚养比中

的 65 岁意味着领取养老金就是迈入老年人队

列,而不是进入老年人队列之后才能领取养老

金。 其二,以实足年龄来定义老年,忽视了老年

人自身身体机能随时代发展而改善的事实。 相

关研究都显示,现在能够活到 65 岁的人口数

量、65 岁及之后的剩余预期寿命和 65 岁前后

健康状况都有所提升[8] ,现在 65 岁的人比 10
年前的 65 岁的人似乎“更年轻” [12] 。 其三,基
于实足年龄的老龄化测度所隐含的假设是除了

年龄,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其他特征不会随时

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该观点忽略了医疗、经
济、教育等因素对老年人特征的影响。 综上,基
于实足年龄的人口老龄化测度是静态的,并不

能很好地体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变动态势。
2. 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老龄化测度

与实足年龄不同,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测

度的假设为:随着寿命的延长及死亡率的下降,
成为“年老的”、需要依赖他人的人不是根据固

定的实际年龄而判断,而是根据剩余预期寿命

来判断,人口老龄化是动态发展的[10] ,即“ 70
岁会成为新的 60 岁” [6] 。 Sanderson 等计算了

德国、日本和美国与 2000 年中位数年龄剩余预

期寿命相同的等效年龄,并将这一等效年龄作

为老年开始的值,计算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老

年抚养比发现,3 个国家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

老年抚养比均低于传统抚养比,且 2000—2100
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3] 。 在后续的研

究中,Sanderson 等进一步确定了使用剩余预期

寿命测量老龄化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某一

年 65 岁的剩余预期寿命为基准,随着时间推

移,人的寿命增长,从新的预期寿命中减去基准

剩余预期寿命,得到等效的实足年龄作为老年

开始的年龄[6,14] ;第二种是将剩余预期寿命为

15 年作为老年开始的界限,这种方法假设人在

生命的最后 15 年中残疾率和退休率会大幅度

增加[15] 。 国内学者中,郭震威等使用剩余预期

寿命 15 年以下人口比例作为指标评估和预测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发现,2020 年和 2050
年的预期抚养比分别比传统抚养比低将近 1. 8
个百分点和 10. 1 个百分点[16] ;卢敏等根据剩

余预期寿命重新计算了老年起始年龄,得出

2100 年基于剩余预期寿命得到的抚养比为

34. 81%,而传统老年抚养比为 63. 90%[17] 。
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测度是通过计算一个

人未来能活多少年来对老龄化和老龄依赖性重

新进行界定,由于剩余预期寿命会随时间的推

移和空间的变换而改变,所以其优势在于能够

体现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异质

性,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动态性[14] 。 此外,医
疗费用、退休年龄、储蓄与消费、人力资本等方

面的积累不仅取决于年龄,还取决于未来能活

多少岁,因此也更能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应对

层面给出依据。 然而,基于剩余预期寿命的测

度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测度依然

只关注人口年龄,且假定超过了某一年龄门槛

的人口特征无论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在各个地区

之间都没有变化。 由于老年人可以带病存活,
预期寿命的提高不一定就代表健康等其他方面

的改善[18] ,且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发病率和

残疾率可能会下降、也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不是

所有群体都能受益于死亡率的降低[19] 。 其次,
基于年龄的老龄化测度简单地用年龄界定了抚

养比中的老年和非老年(依赖和非依赖),忽略

了处于劳动年龄的非劳动人口及非劳动年龄中

的劳动人口。 具体而言,20 ~ 64 岁或其他被定

义为“非依赖人口” 的年龄段中仍存在许多依

赖他人或不活跃于劳动力市场的人,如现在许

多人延长了受教育的时间,20 岁还未进入劳动

力市场且还有老年劳动者自愿或以其他方式提

前退休[20] 。 此外,还有失业者、家庭妇女等非

工作人口情况。 因此,对老龄人口进行测度必

须考虑人口除年龄以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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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经济依赖的老龄化测度

劳动者与受抚养者的比率和人口年龄结构

的关系是动态的,因此老龄化测度指标应该考

虑某一时间段特定年龄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及

其消费与收入特征,然后将这些经济依赖的特

征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结合起来[21] 。 基于

这种思想,经济依赖的人口老龄化测度由此产

生:一类从劳动参与率(即就业人口和非就业

人口)角度出发,假定任何不属于劳动力的人

口都是受抚养人;另一类是从老龄人口的转移

支付角度出发,关注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费

之间的差异及老年人口的养老金领取、医疗保

健支出等问题。 在政策意义层面,基于劳动参

与率的老龄化测度显示了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

业率的潜力,基于转移支付的经济依赖特征的

测度则反映了老年人收入与消费的差异,以及

劳动年龄人口和公共部门供养老年人的能力,
可用于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衡量再分配政策的

影响[22] 。
基于劳动参与率的测度实质是明确工作的

个体需要养活多少“依赖人口”。 将养老金领

取者与工作人口比率作为老龄化测度的指标,
 

Bongaarts 研究发现,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
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 2000—2050 年的这一比

率都大幅增加,最终将超过传统的老年抚养比;
美国的人口老龄化最慢,但这一比率在 2050 年

也将达到 0. 46,比传统老年抚养比高 0. 14。 研

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未来几十年养老金

支出大幅增加,这 7 个国家目前的公共养老金

制度是不能持续的[23] 。 Vaupel 等计算德国的

经济抚养比(即 15 岁以上未就业人数与就业

人数之比)发现,2005—2025 年,德国的经济抚

养比从 1. 27 增长到了 1. 47[24] 。 Macinnes 等进

一步将预期剩余寿命和劳动参与率结合,并将

预期老年抚养比的分母修订为有实际工作的人

口的总和,研究结果显示英国的这一比值一直

在下降,直到 2010 年开始缓慢上升,但仍然远低

于传统抚养比,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医疗保健

和社会服务需求增加的唯一原因,如何提高劳动

参与率才是减少养老负担的关键[12] 。 吴连霞等

使用同样的指标测度我国的老龄化程度发现,我

国老龄化呈下降趋势,由 1990 年的 0. 116 降至

2010 年的 0. 114[25] 。 Christensen 等进一步将分

子更改为剩余预期寿命小于 15 年且 5 年内死亡

的人数,因为他认为死亡时间能够表明医疗保健

支出,大多数急性医疗保健费用发生在生命最

后 5 年,分母仍然是有实际工作的人口的总

和[26] 。 通过研究,Spijker 等发现美国调整后的

实际老年抚养比自 1980 年以来比较稳定,在
2020 年之后缓慢上升,2050 年将达到 4%,而传

统抚养比则一直在上升,由此说明虽然 65 岁及

以上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老年人口的医

疗保健需求比较稳定,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推

动了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20] 。 上述研究均表

明,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受医

学知识和技术进步、长期护理设施使用增加等

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经济依赖被夸大。
基于转移支付的经济依赖特征的测度考虑

了老龄人口所需的政府转移支付数量与工作人

口存在的区别,实质上是衡量每个工作人口平

均转移给非工作人口的资源量。 Sanderson
 

等

认为,“依赖” 他人的老年人需要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领取年龄即为老年起始年龄,且每个年

龄段的个体从养老金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应和他

们的投入一样多,并以此为依据估算欧洲国家

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和老龄人口比例发现,到

2050 年,许多国家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应上升到

70 岁,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更是需要

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才能使得制度更加可持

续[27] 。 还有研究使用老龄人口医疗保健支出

来度量老年抚养比[28-29] ,如 Spijker 将医疗保健

费用老年抚养比定义为 50 岁以上剩余预期寿

命小于 5 年的人数与 15 岁及以上的健康人数

之比,并估计 OECD 国家 2013—2050 年的医疗

保健费用老年抚养比和传统老年抚养比发现,
大多数国家二者的差距较大,像土耳其的医疗

保健费用老年抚养比将增加 34%,而传统抚养

比将增加 196%[30] 。 医疗保健费用老年抚养比

将老龄人口的经济依赖和身体健康联系起来,
体现了老龄人口在最后几年非工作、需要他人

抚养的状态,但计算老年人生命最后几年的医

疗保健费用抚养比是一种简化后的老龄化测

度,需要根据预期寿命进行调整。 还有研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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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民转移账户经济支持率来度量基于经济依

赖的老年抚养比[31] 。 国民转移账户经济支持

率是平均劳动收入和平均消费量的比率,既体

现了有效工人数量与有效消费者数量的比率关

系,也模拟了不断变化的年龄结构与资源重新

分配之间的关系。 Barslund 等比较了奥地利、
德国、芬兰、匈牙利、西班牙、瑞典和斯洛文尼亚

等国家 2050 年国民转移账户经济支持率和传

统抚养比发现,前者远远低于后者,且如果将退

休年龄延迟 3—5 年,即大致与预期寿命增长一

致,能大大减少老龄化对公共转移支付的

影响[5] 。
基于经济依赖的老龄化测度的优势在于能

够动态捕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尤其是

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如何通过消费、储蓄和劳动

参与对经济产出和需求的影响[27,32] ,描绘了老

龄化如何改变经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情况,是
制定养老金、医疗保健、劳动市场等相关政策决

策的重要依据[27] 。 因此,这种测度能够确定影

响经济的老龄化特征和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助

于提出减轻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负担的政

策。 然而,随着经济的改善和人们寿命的延长,
相比于过去几十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也

有所变化[4] ,这意味着改善老年人口的健康状

况可以缓解一部分由老龄化引发的经济负担。
此外,教育水平对老龄人口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如 Loichinger 等指出,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和

心理学的角度看,教育水平越高,个人参与劳动

市场的可能性越大,教育不仅增强了人力资本,
还与生产力和健康状况正相关,提升老年人口

的教育水平是促进其参与劳动市场的有效策略

之一[33-34] 。 因此,目前的老龄化测度仍需把这

些新的因素囊括进来。

三、基于健康和身体功能的老龄化测度

健康和身体功能是人口异质性的重要指

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一方面,人
的健康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表现为

发病率升高、 生理机能和认知功能明显衰

退[35] ,生产力也会随之下降[36] ;另一方面,老
龄人口的健康状况和身体功能都比前代的人群

更好,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会转化为健康特征的

改善。 因此,健康和身体功能的改变既能够反

映老龄人口的动态变化,也会影响老龄人口的

消费和生产,一系列基于健康和身体功能的老

龄化测度被开发出来[37] 。
一部分指标采用发病率和残疾率等健康指

标衡量老龄人口。 世界卫生组织将死亡率的标

准生命表信息与健康状态的年龄和性别特定患

病率数据相结合,开发了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HALE),用以评估特定地区的人

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年龄死亡率和健康不良率的

影响下,预计能以全健康状态生活的平均年数。
Salomon 等评估了 1990—2010 年 187 个国家的

HALE 发现,该指标的增长速度比传统的预期

寿命要慢,出生时预期寿命每增加 1 年,HALE
则增长 10 个月,能较好地体现老龄化进程中人

口的健康程度[38] 。 此后,不断有学者对这些健

康指标在老龄化测度中的计算方法进行更新。
Sanderson 等提出了基于残疾患病率(即 20 岁

及以上的残疾成人人数与 20 岁及以上的无残

疾成人人数的比率)的测度发现,这一残疾抚

养比相较于传统抚养比增长较慢,如英国的传

统抚养比从 2005 年的 0. 27 增加到 2050 年的

0. 41,但残疾抚养比一直维持在 0. 10 左右[6] 。
Wachs 等将 5 年人口组乘以该组的平均残疾患

病率,得到受人口年龄结构和残疾患病率双重

影响的老龄化测度,并计算 186 个国家 2015—
2065 年的老龄化程度发现,这种测度得到的老

龄化排名和传统老年抚养比有差别,健康状况

的改善使得老龄化没有那么令人担忧,一些国

家如巴西若保持现有的健康率,则老龄化程度

在未 来 几 十 年 都 不 会 有 大 幅 度 增 长[39] 。
Muszyńska 等将 65 岁及以上的人分为不健康组

和健康组,测度老年不健康抚养比和老年健康

抚养比,估计 2050 年欧洲国家老年不健康抚养

比为 0. 34,比同年传统老年抚养比低 0. 18,说
明改善健康可以补偿老龄化所带来的市场劳动

力供给减少[40] 。 Skirbekk 等计算健康状况低

于全球平均 65 岁水平人数与健康状况良好的

成年人数的比率作为健康调整抚养比,得出欧

洲 2017 年的健康调整抚养比为 0. 25,比传统

老年抚养比低了 0. 05。 这种测度使用基于健

康的临界值而不是年龄的临界值来衡量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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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且能够覆盖生命早期 发 生 的 发

病率[41] 。
 

另一部分指标采用身体机能来测度老龄

化。 身体功能指标表明了个体的独立性,因为

身体功能达标的老年人口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

队伍,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人生产力[42] 。 其中,
认知能力和基础功能被使用较多,认知能力一

般通过对给定单词的即时回忆数量进行判

断[43] 。 Skirbekk
 

等提出了认知调整抚养比,分
子是 50 岁以上回忆单词数量少于一半的人数,
分母是 15 ~ 49 岁的人数与 50 岁及以上回忆单

词数量不少于一半的人数之和,结果显示在 7
个地区中,北欧和美国传统老年抚养比较高,但
认知调整抚养比是最低的,而印度的认知调整

抚养比则是传统老年抚养比的两倍[37] 。 Ogawa
等计算亚洲 5 个国家的认知调整抚养比,并与

美国和欧洲 5 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日本与美

国、欧洲国家的结果高度相似,虽然传统老年抚

养比较高但认知调整抚养比相对较低[44] 。 关

于认知抚养比的两项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

家老年人口认知功能较好,有继续留在劳动力

市场的可能,这为发达国家扩大劳动力规模和

激发经济活力的政策指明了方向。
 

身体基础功

能的衡量是对其他基于健康的人口老龄化测度

指标的补充,为无残疾预期寿命衡量标准提供

了基础。 Sanderson 等采用握力作为测度人口

老龄化的指标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65 岁人

口的握力相当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69 岁及以

上人口的握力,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衰

老较慢[45] 。 Balachandran 等综合已有健康指

标,从自测健康、功能能力、智力能力 3 个维度

构建多维老年起始年龄,分别计算中国、印度的

男性和女性基于每个维度的老年起始年龄发

现,中国男性基于每个维度和多维的老年起始

年龄都较高,而印度女性最低,并且印度的性别

之间的老年起始年龄差距值明显高于中国,说
明印度在改善老龄人口健康状况时存在性别不

平等问题,并且个体的老年阶段开始得比中

国早[46] 。
基于健康和身体功能的指标将 “受抚养

者”假定为患有严重疾病或残疾的、不能够独

立生活的人群,健康的老龄人口仍然可以工作,

因此优势在于能够体现老年人口的个体差异及

对其他人口的依赖性。 此外,这种老龄化测度

能够提供关于长期护理需求压力的解决思

路[41] ,如 Spijker 将医疗保健费用老年抚养比

的评估结果与国家实际情况结合进行分析,能
够为国家在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政

策制定提供关键支持信息[30] 。 然而,这种老龄

化测度在数据获取上存在局限性,因为老龄化

测度所需的健康与身体功能数据通常只有发达

国家会进行调查和报告,难以进行多国比较。
而且,数据通常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不同个体

的评价标准可能不同,且自我评估结果往往和

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等因素相交织[47] ,因此

会带来测量误差。 此外,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对健康和身体功能的理

解,测度结果往往难以进行跨地区比较[48] 。

四、基于教育的老龄化测度

除了健康,教育也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因素[49] :一方面,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主

要途径,受教育年限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的高

低[50] 。 虽然延长教育年限会推迟个体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时间,但受过高等教育个体的生产

率更高,收入很快就能超过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同龄人。 这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抵消劳动

年龄人口规模的缩减[51] ,从而提高社会为老年

人提供代际向上转移的能力[31] ,并补偿人口老

龄化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人口特征(如发

病率、死亡率等)不仅和年龄结构相关,也会因

教育水平而异。 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

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预期寿命更长,患病率

和死亡率更低[52] 。
 

一种基于教育的老龄化测度是用教育作为

人力资本的代替指标,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

设置不同的权重,直接用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

测算,即认为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生产力不同、
对抚养老龄人口的贡献也不同。 Philipov

 

等通

过教育加权后的养老金和劳动收入比率构建了

人力资本调整老年抚养比发现,2007 年欧盟国

家这一抚养比是 0. 16,而传统的老年抚养比是

0. 33,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且增长速度更快,
原因是随着老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

·56·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1 期

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退休之后会有更

高的养老金,因此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实际上

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轻人口老龄化的影响[53] 。
然而,这一抚养比公式中,作为分母的劳动收入

考虑的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20 ~ 64 岁),没有

排除失业、待业人群,也没有考虑教育的扩展使

得未来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9] 。
为体现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且对老年人口的依赖

性进行更准确地衡量,Marois 等通过对高等、中
等和低等教育程度设置不同的权重来体现不同

教育水平人群的生产率水平差异,计算欧盟 28
国的生产率加权劳动力依赖比发现,到 2060
年,这一抚养比数值增长 10%,而传统抚养比

则增长 62%。 且在高移民率和高劳动参与率

的假设方案中,生产率加权劳动力依赖比到

2060 年下降了 19%,这说明适度的、得到良好

教育的移民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提高可以弥补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后果[54] 。
Marois 等计算了中国在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下

的生产率加权劳动力依赖比,结果发现虽然劳

动者总数在 2025 年前开始下降,但由于受教育

程度高的人口占比在不断增长,到 2070 年,高
低两种生育率假设情景下的生产率加权劳动力

依赖比的增幅都小于传统抚养比[55] 。
另一种是按教育水平对人口进行划分,分

析不同教育水平下死亡率、生存率、劳动参与率

等人口特征的差异,并估算人口老龄化程度。
 

如,Marois 等使用 CEPAM-Mic 的微观模拟模型

预测欧盟 28 国的劳动力,估算男女受教育平

等、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假设情景下的劳动力

抚养比(即所有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与从事经

济活动的人数之比)发现,教育平等的假设情

景下,欧盟的劳动力抚养比从 2015 年到 2060
年下降了 20%,尤其是低教育程度女性比例较

高的国家(如意大利、塞浦路斯和卢森堡),其
劳动力抚养比降低更明显,说明了减少教育不

平等可以部分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经济影

响[56] 。 Balachandran 等将教育水平与预期寿命

结合起来计算亚洲和欧洲国家的老年起始年龄

发现,所有地区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假设情景

中的老龄人口比都低于真实情景,欧洲男性老

年人比例在真实情景中为 22%,假设所有人口

都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一比例则为 19%,
意味着提高教育水平使得老龄化开始于较高的

年龄,但未来却可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改变人口

老龄化现状[57] 。
 

基于教育的老龄化测度强调的是人口质

量,相关研究也表明高教育水平与较高的生存

率、更强的社会参与能力正相关[58] 。 这意味

着,在难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的现实情况下,教
育可作为提高整个社会适应老龄化挑战能力的

关键途径,因此,确保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老年

人能够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成为应对老龄化

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考量[59] 。 基于教育的

人口老龄化测度所使用的数据基本为受教育年

限,数据较易收集,但每类教育水平的权重设置

及估算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权重应该如何设

置才能更接近真实情况是难点[48] 。 此外,仅依

靠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可能会使对老龄化现

象的理解缺乏全面性,因此,教育水平通常会与

其他人口统计特征(如健康状况、经济依赖、年
龄等)一同纳入分析框架,这种多维度的分析

有助于揭示教育对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降低公共财政负担中的复

杂作用机制。 然而,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受过

教育的妇女往往终身独身率较高,且因生育所

需付出的机会成本较高,导致教育程度越高的

女性,其期望生育率越低[60] ,这不仅影响了人

口再生产,也可能通过减少未来可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潜在人口规模间接降低整体劳动参与

率,从而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即“抚养者”。 当考

虑到教育对生育率的影响时,如何设计更科学

的基于教育的人口老龄化测度成了值得探索的

方向。

五、基于多维度的老龄化测度

无论基于哪种特征,老龄化测度取决于对

“依赖”的假设和定义,公共支出模式和社会经

济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健康状况

和身体功能等特征都会使老年人的依赖程度产

生变化,与此同时,不同特征之间也存在关联。
Scherbov 等认为老龄化是一个多维的现象,要
将不同的人口特征转化为一个共同的、可以比

较的年龄,并进行多维度估算[61] 。 这种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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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法系统考虑多个特征,能使决策者和家庭

更好地理解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
从而做出相应决策。

Chomik 等基于多种特征,计算了基于预期

寿命、疾病负担、就业率、消费生产和个人转移

的老年抚养比,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 8 个国家,
日本老年人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且
健康老年人的比例较高,从而抵消了老年人的

部分经济依赖[62] 。 Spijker 同时考虑了医疗保

健费用需求、健康状况及政府的税收等宏观指

标,将有医疗保健费用需求、健康状况差的老年

人口作为分子,GDP 或政府税收作为分母,发
现 1970—2030 年,美国以税收作为分母的抚养

比明显高于以 GDP 作为分母的抚养比,前者在

2030 年为 1. 6、后者为 0. 4。 这是由于 GDP 和

政府税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

不健康老年人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说明人口老

龄化带给卫生和社会保健系统的压力是可控

的[30] 。 一些研究则将教育与劳动参与率、消费

及 收 入 结 合 起 来 计 算 老 年 抚 养 比。 如,
Prskawetz 等按照教育水平对消费和收入进行

分类,把不同层次的消费和收入进行相加计算

国民转移账户抚养比发现,所有假设情景下得

到的老年抚养比都要低于不考虑教育水平的老

年抚养比,这说明教育能够带来明显的收入和

消费差异[34] 。 Kelin 等按年龄和教育水平分解

劳动收入和消费发现,欧盟所有国家 2010—
2060 年教育水平调整后的国民转移账户抚养

比都低于一般国民转移账户抚养比,这意味着

教育带来的劳动收入差异大于消费差异,教育

对经济可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被视为减轻

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部分补救措施[63] 。 部分研

究则把教育与健康结合起来,构成了综合性的

老龄化测度。 如,教育程度的提高不仅能够改

善老年人健康状况,两者还同时作用于人口老

龄化,应同时纳入老龄化测度。 因此,Kye 按照

是否身体健康和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把人口进

行分类,将加权教育 健康调整老年抚养比的分

子设定为 65 岁及以上健康与不健康的人口,分
母为 15 ~ 64 岁接受与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口,且对不健康的老年人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

15 ~ 64 岁的群组分别设置权重发现,2000—

2060 年韩国加权教育 健康调整老年抚养比都

低于传统抚养比[49] 。
 

Xue 等用加权教育 健康

调整老年抚养比对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和新加

坡的老龄化程度进行测算发现,3 个地区的加

权教育 健康调整老年抚养比都明显低于传统

抚养比,说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水平和

提高老年人健康状况都可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冲

击[48] 。 代志新等将人力资源总量定义为健康

受教育人口储备,等于当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段的人口与健康指数和教育指数乘积的总和,
使用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和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的人力资源总量替代人口数量,重新评

估中国的养老负担发现,估算结果相比传统抚

养比明显下降,二者的差距从 1990 年的 8. 30%
扩大到 2050 年的 21. 65%,说明未来劳动力人

口的养老负担有可能得到减轻[64] 。
基于多维的老龄化测度综合考虑了老年人

在预期寿命、身体健康和人力资本等多方面的

改善,用多个特征衡量老年人口的数量和质量

为制定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提供了更符合实际情

况的支撑。 然而,如何对不同维度进行加权且

权重对于不同特征的意义仍需深入探讨。 如在

Kye 的研究中,将是否健康和是否受过大学教

育的权重设为 30%,这种设置需要进行统计学

上的验证。 此外,高权重设置表明教育和健康

给老年人带来了自理能力和经济依赖上的巨大

差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不平等。 相关研究显

示,2010 年韩国传统老年抚养比为 15%,权重

为 5%时为 14%、权重为 30%时为 12%[49] ,权
重越高但老龄化程度越低的研究结论又说明了

这种社会的不平等减缓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负

担,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特

征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在基于多维度

老龄化测度中还可能会出现不同特征相互补偿

或代替的情况。 如,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带来

生育率的下降,同时,教育水平和老年人身体健

康正相关,不断改善的身体健康状况可能会缓

冲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负面影响[65] 。 Vicerra
等使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抑郁症状作

为抚养比的健康指标,通过区分泰国不同教育

层次的健康抚养比避免代偿作用发现,在考虑

教育差异的情况下,基于每种健康指标的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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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都要低得多,这说明老年人在达到一定教育

水平和身体状况健康时被认为是可以参与社会

工作的[66] 。 因此,在提出多维度的老龄化测度

时,需要更详细地说明不同特征之间的作用关

系及对老龄化的影响,以进行更加科学的人口

老龄化测度。

六、老龄化测度体系的范式转型

虽然老龄化测度在走向深入和全面,但技

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演变为老龄化测度的未来

带来了新的研究空间。
第一,扩展主观年龄和老龄化测度的关系

研究。 主观年龄作为一种年龄计量方法已经被

广泛应用于老龄化研究,主观年龄通过询问个

体感知的自身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差异,可
以更全面地反映老龄化的进程[67] 。 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观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

差距逐渐扩大,这种差距体现了个体关于年龄

和衰老的自我感知及心理状态,使得主观年龄

作为老龄化测度的指标可以补充实足年龄的不

足[68] 。 研究表明,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的

老年人往往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较低的死亡

风险,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且愿意留在劳动

力队伍[69] 。 此外,主观年龄被证明是预测老年

人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对主观年龄较为乐观

的人有更高的积极情绪[67] ;对衰老有更积极自

我认知的老年人比那些没有积极自我认知的人

多活 7 年[70] ,由此说明主观年龄比较积极的人

可能更为长寿。 尽管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主观年

龄与老年人口测度的密切关系,但在实际应用

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一方面,主观年龄的个体

差异较大,不同文化、经济、教育水平的老年人

对主观年龄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将这种

主观性科学地纳入老龄化测度标准,仍需进一

步探索。 另一方面,主观年龄与老龄化其他相

关指标(如健康状态、社会参与等)交互作用的

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如 Hughes 等将日常经

历、生活方式和健康情况纳入主观年龄衡量模

型,从老年人自我感知的角度说明了这些因素

对老龄化的影响[71]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但仍需更多的探索。 在未来研究中,建议关注

跨文化的对比和多元背景下的主观年龄差异,

并进一步整合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等多学科

知识, 以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测度和实践指

导[72] 。 此外,考虑进一步扩大主观年龄作为老

龄化测度工具的应用范围,可以作为老年人口

健康风险评估和幸福感衡量的前瞻性指标。 如

Sabatini 等发现主观老龄化能够预测成功老龄

化的 3 个关键标准(即避免疾病和残疾、保持

较高的认知和身体功能以及参与生活) [73] ,表
明主观年龄纳入老龄化测度对预测老龄化所带

来的 健 康、 生 活 质 量 和 功 能 影 响 有 重 要

意义[74] 。
第二,将生物标志物与基于健康和身体功

能的老龄化测度相结合。 基于健康和身体功能

的老龄化测度主要围绕残疾率、疾病率、认知能

力及自理能力等指标展开,反映了个体衰老过

程中整体的健康和功能变化,而生物标志物则

提供了关于衰老过程的分子和细胞层面的信

息[75] ,二者结合能为测度提供更全面的衰老状

态评估,并深化对老龄化机制的理解。 已有研

究已经提出了许多关于衰老的分子生物标志

物,如基因组不稳定性和突变、表观遗传修饰、
蛋白沉积丧失、线粒体功能障碍和氧化应激

等[76] ,这些生物标志物可以帮助识别个体衰老

过程中的变化,预测老年疾病的风险、身体衰老

的开端及寿命的变化,并且误差相对较小。 然

而,现有技术尚无法大规模收集并分析生物标

志物数据,难以在国家层面的老龄化研究中进

行应用。 同时,衰老是个体生物学的自然过程,
而老龄化则是群体层面的表现,如何使生物标

志物在反映个体差异的同时能够整合群体因

素、识别变化规律,是面临的挑战之一。 未来研

究有望使用可穿戴设备对生物标志物进行跟

踪,从而研究老年人衰老情况的变化。 此外,现
有研究已经能够通过表观遗传时钟等生物标志

物预测老年人的实际年龄和生物年龄[77] ,建议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生物标志物年龄与实足

年龄的差异能否成为健康状况或寿命的有效预

测指标,并通过功能测试加以验证。 随着技术

的发展,生物标志物将成为老年健康管理和疾

病预防策略的重要工具,有望推动老龄化研究

的深化。
第三,将教育、健康等因素纳入基于经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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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的老龄化测度框架,开发多维度测度以估计

老龄化的经济负担。 由于老龄化的影响最终是

通过经济负担表现出来,因此老龄化测度的最

终目的是估计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负担。 现有的

基于经济依赖的老龄化测度多以劳动参与率和

转移支付为核心变量,用以刻画“有效供养者

受供养者”的关系,但该类指标在解释现实经

济负担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缺乏对健

康、失能、教育等“人口质量”因素的考虑,导致

对养老金与医疗照护相关负担的解释力有限;
另一方面,现有多维度测度在权重设定与指标

整合方面需要权衡可解释性和可操作性,权重

过于主观且科学性不足。 进一步地,多维度测

度需要在统一框架下实现可比性的整合与可分

解的解释,即减少不同特征指标之间的代偿与

交互作用,并保证各维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呈现

异质性,使得指标能够反映其对制度可持续性

的差异化贡献。 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面可开

发更精确的统计模型以提升整合精确度,如使

用多准则决策分析动态调整权重[78] ,或通过长

期纵向研究和因果关系分析揭示不同特征之间

的交互作用和作用路径[79] ;另一方面可在国民

转移账户等核算框架基础上,加强与行政记录

及微观调查数据的衔接,构建可分解、可预测、
可情景模拟的“经济负担型老龄化指标”,从而

将人口结构变化更清晰地映射到养老金制度设

计、医疗与长期照护资源配置及财政承受能力

评估等具体政策问题,提升测度框架的解释力

与可操作性。
第四,人工智能方法有望成为多维度老龄

化测度的关键技术补充,其价值在于提升跨源

数据整合、非线性关系刻画与动态监测能力。
目前,多维度测度在实践层面面临两个难题:一
是多源数据口径不一、缺失较多且可比性不足,
二是传统线性或固定权重设定难以稳定刻画其

非线性关系与作用路径[65] 。 已有研究讨论运

用人工智能模型模拟多特征间复杂关系,以理

解其对老龄化负担的联合作用[80] 。 在此基础

上,未来研究在方法上可将机器学习与统计模

型结合,用于缺失补全、权重的动态学习及各类

指标之间非线性结构的拟合,并通过可解释学

习、稳健性检验与跨样本外推评估降低“黑箱

化”带来的政策误读风险。 与此同时,数据方

面要探索可穿戴设备、电子健康记录、长期照护

服务记录与调查数据的联合建模,在更细粒度

的地区与群体层面形成可更新的“动态老龄化

画像”,从而把老龄化测度从静态识别推进到

风险预警与政策评估工具。 值得注意,人工智

能并非替代人口学理论,而是应在明确“依赖”
定义与制度口径的前提下,为交互机制识别与

情景预测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路线,从而提升测

度体系对公共政策设计的支撑能力与外部可

比性。

七、结　 语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健康及教育紧密相

连,其影响深远而复杂,需要继续探索和发展更

为精细和多维度的老龄化测度。 就中国而言,
东中西部和城乡之间在健康水平、照护资源、劳
动参与方式与社会保障覆盖强度上并不一致,
同一年龄组内部的教育与健康差异也较为显

著,老龄化呈现“速度快、差异大、结构复杂”的

特征,这使得仅依赖固定年龄阈值的传统指标

难以应对我国的资源流向与制度压力。 更为重

要的是,我国目前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在
基本养老服务托底的同时要推进医养结合、长
期照护体系建设、公共环境适老化改造等,并在

稳妥延迟退休、优化就业与社保制度安排的过

程中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潜力、发展银发经济。
上述政策取向要求老龄化测度体系不仅能描述

老龄化水平,还能分解不同地区与群体负担的

主要来源,并判断健康照护需求、劳动供给变化

与转移支付结构等因素对公共支出和经济负担

的贡献。 现有老龄化测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源

于发达国家经验,往往默认较完备的福利制度

与数据基础,在应用于中国时易出现“指标可

计算但含义不充分” 的偏差。 与此同时,跨国

比较研究也表明,即便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年龄

结构相对年轻,但由于老龄相关疾病更早发生

与健康风险累积,经济负担可能更重
 [41] 。 因

此,对我国而言,推进老龄化测度研究的关键不

只是“引入更多指标”,而是形成更契合中国制

度与数据条件的本土化测度框架,在明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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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统计口径的前提下将健康与身体功能、
教育与劳动参与等核心维度与经济依赖机制有

机衔接,并能够在不同群体层面提供可分解的测

度结果,以支撑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医养结合与

长期照护资源配置及银发经济相关政策的评估

与优化[81] 。 通过建立更具国际可比性和政策适

应性的测度框架,老龄化测度研究才能有助于贡

献更具解释力与可复制性的中国老龄化测度范

式,也能更有效地服务于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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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global
 

population
 

ageing,
 

accurately
 

assessing
 

ageing
 

has
 

become
 

a
 

crucial
 

prerequisite
 

for
 

formulating
 

policies
 

related
 

to
 

pension
 

systems,
 

healthcare,
 

public
 

finance,
 

and
 

labor
 

markets.
 

For
 

a
 

long
 

time,
 

th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based
 

on
 

chronological
 

age
 

has
 

been
 

widely
 

used
 

due
 

to
 

its
 

computational
 

simplicity
 

and
 

data
 

availability.
 

However,
 

it
 

implicitly
 

assumes
 

high
 

homogeneity
 

among
 

older
 

populations
 

in
 

terms
 

of
 

health
 

status,
 

labor
 

participation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pendenc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capture
 

the
 

substantial
 

cross-country
 

and
 

intertemporal
 

differences
 

in
 

ageing
 

processes
 

and
 

may
 

lead
 

to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actual
 

burden
 

of
 

ageing.
 

With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improvements
 

in
 

health
 

conditions,
 

and
 

changes
 

i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s,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
 

serie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redefining
 

and
 

measuring
 

population
 

age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maining
 

life
 

expectancy,
 

economic
 

dependency,
 

health
 

and
 

physical
 

functioning,
 

and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tion
 

ageing
 

measurement
 

frameworks.
 

Following
 

a
 

development
 

trajectory
 

from
 

“ single-dimensional
 

to
 

multidimensional”
 

and
 

from
 

“ static
 

to
 

dynamic ”,
 

it
 

classifies
 

and
 

evaluates
 

major
 

measurement
 

approaches
 

based
 

on
 

age,
 

economic
 

dependency,
 

health
 

and
 

physical
 

functioning,
 

educ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approaches
 

reveals
 

that
 

multidimensional
 

and
 

dynamic
 

measures
 

can
 

better
 

capture
 

the
 

heterogeneity
 

of
 

older
 

populations
 

and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actual
 

burden
 

of
 

ageing.
 

However,
 

existing
 

measures
 

still
 

face
 

limitations
 

in
 

indicator
 

weighting,
 

cross-national
 

comparability,
 

and
 

the
 

treatment
 

of
 

interactions
 

amo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integrate
 

multidimension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while
 

accounting
 

for
 

regional
 

and
 

group-specific
 

differences
 

to
 

construct
 

ageing
 

measurement
 

frameworks
 

with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and
 

greater
 

policy
 

relevance,
 

thereby
 

provid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reliable
 

basis
 

for
 

strategie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eing,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among
 

the
 

elderly,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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